  參加「APEC投資人及國家仲裁研討會」會議出國報告
2008年11月3至7日，美國華府

1、 會議背景說明
本研討會是屬於APEC投資專家會議(IEG)所贊助之能力建構計畫，主要贊助者為美國，共同贊助者為：澳洲、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祕魯、新加坡。美國之國際法協會(International Law Institute)負責舉辦本研討會。

本研討會系列預計在2008年舉行2次，各為期一週。第一次已於本年5月上旬在新加坡舉行，會議內容主要討論高水準投資協定(含投資保護、市場進入及具約束力之國際仲裁)之範圍、內容及談判。本次會議內容則主要討論投資協定之投資人與地主國間投資爭端仲裁。

本研討會意圖加強APEC經濟體對自由貿易協定及投資協定之決策、談判及執行能力，並提供一論壇供討論此快速演進領域之發展狀況。因此，本研討會來自APEC經濟體40餘位參加者均為與國際投資協定談判或法務有關之官員，各議題講者共40餘位亦均為具熟悉國際投資、具仲裁經驗之律師、學者及官員，統計近百名與會。

貳、會議日期及地點：97年11月3日至7日於美國華府Latham Hotel  

參、我國與會人員：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陳代表正祺、投資業務處楊商務專員淑媚及林專員家葳

肆、會議議程(詳如附件)：主辦單位共安排5天會議如下：

第一天：投資人與投資地主國爭端仲裁(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之範圍與基本要件；

第二天：適用ISDS仲裁之法律、避免重複救濟、仲裁程序等相關程序問題；

第三天：安排由秘魯、墨西哥、新加坡、日本及加拿大等國報告。其政府因應ISDS案件之組織、訓練與協調機制等行政管理方式；另安排參訪世界銀行所屬之「國際投資爭端仲裁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並進行實案演練觀摩；

第四日：ISDS仲裁判斷賠償金額之鑒定，以及國家承認仲裁判斷、執行與撤銷仲裁判斷等問題；

第五日：避免ISDS之策略，以及ISDS仲裁規則之發展趨勢。每日均安排上、下午各兩節研討會，每日共四節課，每節研討會均採三至四位學者或律師組成小組，以互動問答與討論方式進行。

伍 、會議內容
1、 11月3日(第1天) 

上午議題  管轄權：可被仲裁的爭端範圍
1. 處理投資爭端的藝術及科學

2. BITs, FTAs/RTAs及國內法中可用之仲裁機制(Forums)

3. 介紹ICSID及ICSID公約

4.  投資協定中可提仲裁之爭端類別：違反投資協定、違反投資協定及契約

5. 國際習慣法中違反契約的效果

6. 違反投資協定中之契約：雨傘條款；新投資協定如何處理違反契約之爭端(無傳統雨傘條款；違反某些特許契約可提仲裁)

會議重點：

ISDS之國際仲裁和一般商業仲裁不同，因挑戰一國主權及具政治衝擊性，因此一些國家傾向保密不公開此類案件。然而，仲裁程序一旦啟動，投資人與地主國雙方均很難控制結果。

仲裁機制之選擇：(1)選擇 ICSID和UNCITRAL最為普遍，惟選擇商業仲裁中心如：SCC, LCIA, ICC, KL進行ISDS仲裁的案件亦漸增。選擇權在投資人，但仍可協商，除非雙邊投資協定中已有限定。(2)選擇ICSID和UNCITRAL的主要差別：採用ICSID之優點係該機構提供體制性支援，且因實務上除非仲裁雙方當事人反對，否則仲裁判斷均上網公開，較為公開透明。但ICSID公約對於許多管轄權（Jurisdiction）事項有所規範或限制，當事人需注意是否有違仲裁庭之管轄權，此外，依據ICSID公約，ICSID之仲裁判斷不經內國法院之審查即應具執行力。UNCITRAL：UNCITRAL係個案仲裁庭（Ad hoc tribunal），加拿大與墨西哥均非ICSID締約國，兩國間之ISDS均需採UNCITRAL機制。因UNCITRAL原則是閉門審議，除非雙方當事人協議才對外公開，投資人一般而言較偏好UNCITRAL機制，但因無體制性之支援，採用UNCITRAL機制相對昂貴，當事人除需負擔仲裁人之費用(一般行情每人每小時550- 1000美元)外，尚需分擔旅館房間(至少四間會議室：仲裁庭、雙方當事人辦公室、秘書單位辦公室等)、秘書單位(翻譯、專業紀錄等)與相關行政與旅運費。(3)ISDS仲裁費用非常昂貴，一般至少要200萬美元。很多案件之判斷賠償金額，根本不敷投資人之成本。

律師Jean E. Kalicki引用UNCTAD IIA Monitor資料，目前已簽超過2700個雙邊投資協定s之分布區域為：歐洲(31%)、亞洲和大洋洲(24%)、北美洲(24%)、非洲(16%)、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16%)、中東歐及獨立國協國家(16%)。總計至2007年，提交國際仲裁之ISDS案件約有290件，牽涉73國，其中提交各仲裁機制之案件為：ICSID和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182件)、Ad hoc under UNCITRAL Rules (80件)、SCC(14件) 、ICC(5件)、特別仲裁庭(5件)等。判決結果：國家勝訴(42件, 14%)、投資人勝訴(40件, 14%)、友好解決(37件, 13%)、已解決但判決不公開(17件, 6%)、懸而未決(154件, 53%)。

依據律師Linda A. Ahee 及Richard E. Walck統計：至2007年12月底止，該年新增之ISDS仲裁案件至少有46件，牽涉至少32國，此一案件數字可能低估，因非ICSID案件資料並不公開。其中提交各仲裁機制之案件為：ICSID(32件)、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4件)、ICC(2件)、SCC(1件)等。被告國家名列前矛者為：阿根廷(5件)、中非共和國(3件)、多明尼加(3件)、委瑞內拉(3件)。以區域來看：拉丁美洲(18件)、中亞中東(10件)、非洲(7件)、中東歐(7件)、北美洲(2件)、東南亞(1件)。以案件業別分類：能源暨天然資源(22件)、製造業(6件)、建築基建(5件)、金融業(5件)、服務業(3件)、電信業(3件)、水利業(5件)。2007年解決之案件有29件，以耗時3至4年最多(8件)，也有甚多案件(10件)在1至3年內解決，多與管轄權爭議有關。最長者也有纏訟超過10年之案件，因包括最初判斷被申請無效、重新聽證，以及新案重提仲裁。以2007年新判例來看，控告徵收之案件(20件)只有10%(2件)成立，所獲賠償金額平均只有投資人要求的42%；控告歧視待遇之案件(15件)只有13%(2件)成立，所獲賠償金額平均只有投資人要求的23%；控告違反公平公正待遇之案件(19件)有26%(5件)成立，所獲賠償金額平均只有投資人要求的26%。

ICSID官員Ucheora Onwuamaegbu 表示：ICSID公約目前有143個簽約國，墨、加、越、俄、泰等國已簽署但國內尚未完成批准手續。ICSID於1966年設立，是世銀集團下5個組織之一， ICSID提供其設施作為一獨立之機制供投資人與國家仲裁或調解使用。截至目前為止，各國已簽署約2700個投資協定(BITs)，自1995年以後，投資人與國家爭端案件中使用ICSID作為仲裁論壇之案件漸增，已累計有274件。其中與APEC經濟體有關者35件，其中24件已結案，11件仍在進行中；14件投資爭端來自BITs，6件因契約，14件因NAFTA，1件因ASEAN/contract；所涉國家以墨西哥13件最多，其次為祕魯(5件)、美國(3件)及印尼(2件)等。

律師Mark Clodfelter建議一國在準備答辯（defend）ISDS仲裁案時要注意下列事項：(1)管轄權(Jurisdiction)之爭議：不管以往是否成功過，應向仲裁庭提出管轄權之異議，包括確認投資人、投資等先行問題（preliminary question），以往一些案件在此階段就會被仲裁庭駁回（dismiss）。(2)釐清事實爭點：包括：是否僅違反投資契約，公平公正待遇標準、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之比較指標，何時法規造成徵收效果等。(3)把握時間最重要，需儘快決定重要決策，包括：指定領導部會及律師團、預算編列及進行跨部會協調等。 (4)仲裁人之選任：對案件之成敗影響重大，除本身品德、學養、經歷、著作，無利益衝突等基本條件外，必須與該國具有關聯性，瞭解及維護該國利益並能清楚表達立場。由於專精國際投資法之律師群有限，目前逐漸產生的問題是重複擔任仲裁人次數過多。

ISDS之範圍與基本要件：在ISDS爭端仲裁時，一半以上的爭議多圍繞在程序議題上的攻防，而其中仲裁庭之管轄權範圍更是原、被告雙方爭執的重點。有關ISDS之仲裁庭之管轄權範圍，整個問題的基本來源在於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雙邊投資協定(BIT)係指定ISDS應以世銀集團之ICSID為主要爭訟之論壇機制，或採用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之模範仲裁規則，組成個案之仲裁庭進行爭端仲裁。其中由於ICSID係國際間最主要之專門投資仲裁機制，因此ICSID公約對於ISDS之仲裁規範影響深遠。ICSID公約對於ICSID可受理之ISDS爭訟設有相關限制，因此除了BIT協定文字本身之限制外，ICSID公約之相關規定亦成為ISDS仲裁之門檻。其最主要的門檻來自於ICSID公約第25條：Art. 25.1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entre shall extend to any legal dispute arising directly out of an investment, betwee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any constituent subdivision or agency of a Contracting State designated to the Centre by that State) and a national of another Contracting State, which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consent in writing to submit to the Centre. When the parties have given their consent, no party may withdraw its consent unilaterally.根據此項規定，在提出要求ISDS時，應先確認以下諸項影響仲裁庭管轄權之要件是否合致。有關管轄權問題包括「對事的管轄權」及「對人的管轄權」，前者重點在於「投資」與「爭議」之定義；後者重點在於「外國投資人」與「締約國」之定義。茲析述如次：「投資」：應依據雙邊投資協定之協定文字判斷。目前趨勢是BITs的投資定義愈趨廣泛，不僅包括投資資產、IPR、股票、債券等，亦包括商業契約。為確認是否符合雙邊投資協定對投資之文字定義，通常可檢視下列要素：是否投入或承諾投入財務資源、是否對地主國經濟發展有貢献、是否含有風險、個案是否持續相當期間，一般稱為Salini test。因此，舉例而言，倘僅是一般的商業買賣契約即不構成投資，但政府採購契約仍符合投資之定義。「法律爭議」：ISDS仲裁庭無就事實爭議進行仲裁之管轄權，僅能仲裁法律爭議。一般地主國都會主張涉案爭議是政治爭議(如：當地民眾抗爭而撤銷之BOT計畫)，或商業爭議(如：因國營事業資金週轉不靈而毀約)，但實務上，除事實問題外，任何爭議均被仲裁庭認為仍有其「法律」層面問題，而予以受理。「外國投資人」：在自然人的情況，倘投資人同時具地主國之國籍，則非屬「外國」投資人（需仔細檢視台美BIA有關ISDS之條文文義，以決定在美投資之台商倘具台、美雙重國籍是否可提起ISDS）。在法人的情況，則依投資所在地主國之法律判定該法人之國籍(實務上，有依控制力、公司成立之依據法等不同判定標準)。特別值得注意者，所謂假外資之情形，亦即地主國之投資人為求受到雙邊投資協定之保障而至雙邊投資協定締約對方國投資設立紙上公司，再返國投資。此一情形，實務上仲裁庭認為「資金之跨界移動並非構成外人投資之要件」，因此判定該公司仍符合「外國投資人」之定義。「締約國」：締約國之機關或地方政府、國營企業之行為，依國際法之attribution rule均可視為該國之行為，因此，地主國在ISDS仲裁中抗辯糾紛之來源並非國家行為，此種抗辯少有實效。

上述ICSID公約第25條：只處理直接因投資引起之法律爭端，但未對投資作定義。締約方事先同意使用ICSID作為仲裁機制常已明示於契約、投資法、雙邊投資協定或多邊區域協定條文之中。
違反投資契約是否即違反雙邊投資協定-雨傘條款(Umbrella clause)之爭議: 律師Cristopher Dugan及John Savage指出爭端之型態來自於雙邊投資協定之文字內容過於廣泛，多有”shall observe”及”any obligations”等用字。由於對「投資」定義之擴充，納入「投資契約」或「投資協定」（Investment agreement）等具商業契約性質之契約或協定亦得作為投資之標的，導致部分ISDS之爭議標的究係一般商業契約或雙邊投資協定之「投資」，難以區分而有混淆之虞。實務上，在爭端仲裁過程中，被告政府常以原告所提之爭議標的僅係商業契約作為抗辯，主張因並非涉及雙邊投資協定之條約爭議，仲裁庭並無管轄權進行審議。仲裁庭對此爭議之裁定趨勢是日趨寬鬆；除非是極明顯之商業銷售契約，大部分情況下都裁定系爭標的是雙邊投資協定所定義的投資，從而仲裁庭具有相關審議之管轄權。為解決前述「投資協定」與商業契約混淆的問題，美國及加拿大於2004年訂定的Model BIT範本都加入「雨傘條款(Umbrella clause)」。本條款略以：締約雙方同意「任何與本協定有關之爭議」均可提出作為ISDS爭訟之標的。此一極為寬鬆(「任何」爭議)之協定文字，致幾乎所有與投資相關之爭議，均可付諸ISDS仲裁。

目前約40%的BITs、能源憲章條約(Energy Charter Treaty)及東協投保協定均含有雨傘條款。律師John Savage建議：若雙邊投資協定草擬者不擬讓違反契約導致違反雙邊投資協定的結果，則不列入雨傘條款，同時注意爭端解決條款必須從窄撰擬。總之，協定文字需寫清楚以免爭議。

下午議題

1. 國際法庭管轄權

2. 同意權(需締約雙方同意)

3. 雙邊投資協定爭端解決條款之範圍(廣或窄，包括或排除契約爭端)

4. 相對人(respondents)之身分：國家、國家實體(entities)、歸屬(attribution)

5. 投資人(claimants)之身分：國籍、直接或間接擁有及控制

6. 主體管轄權及法人國籍之決定(投資協定及ICSID公約之規定)

會議重點：

律師Christopher Ryan 表示：國際投資法系統之基礎在於︰（1）國家同意遵守該系統之重要義務，（2）國家同意經由國際仲裁解決爭端，以及（3）投資人同意將控訴提交國際仲裁。目前幾乎所有的BITs 提供投資人經由國際仲裁解決投資爭端的權利。爭端雙方之同意權(必須以書面表示)是國際仲裁庭(或ICSID)管轄權之基礎，一旦同意，即不能片面取消。新BITs大多數之同意權已寫明在協定中。

國家同意權之例外：稅務措施及拒絕受益條款。另ICSID公約第26條要求投資人同意仲裁必須：（1）以書面表示。（2）豁免其他救濟方式。（3）地主國可要求用盡當地行政或司法救濟，作為該國同意依此公約進行仲裁之條件。（4）不能引用外交保護，除非地主國未遵守仲裁判斷(ICSID公約第27條)。厄瓜多2007年11月發表聲明拒絕ICSID管轄權處理該國石油等投資爭端，惟若與該國所簽BITs中有訂明 UNCITRAL等其他仲裁機制則仍可適用。有些投資人認為選其他的仲裁機制比ICSID快速，因為ICSID 要經過Salini Test。

驗明相對人(respondents)之身分：國家、國家實體(entities)、歸屬(attribution)：ICSID 8c. 規定要向ICSID登記其指定之政府機構(Registry of designations)，但目前僅11國提報，惟並不影響仲裁庭作判斷。締約國之機關或地方政府、國營企業之行為，依國際法之attribution rule均可視為該國之行為，因此，地主國在ISDS仲裁中抗辯糾紛來源並非國家行為，此種抗辯少有實效。但也有少數不被視為該國行為之判例，如：Impaoegilo v. Pakistan (ICSID case)或 Nagel v. CZ (SCC case)等案。 

2、 11月4日(第2天)

上午議題：適用法及避免平行程序

1. 雙邊投資協定之適用法條文

2. ICSID公約第42條；地主國國內法的角色

3. 法規適用程序

4. 用盡救濟原則；ICSID公約第26條

5. 不准迴轉，豁免，以及叉路條款

6. Res judicata= a matter already judged.

7. 仲裁機制的選擇爭議：投資契約中之仲裁條款與雙邊投資協定義務之關係

會議重點：

有關判例對ISDS仲裁之影響：
1. Mark Kantor律師認為：依據ICJ 第38條，仲裁庭作判斷時，應參考國際習慣法、條約或公約，多於參考判例。雙邊投資協定仲裁判例並無約束力，惟仲裁人仍會納入考量，以期建立一致性及有助於投資法之調和發展。1990年以前，ICSID之判斷多是參考ICJ等判例，隨者判例增多，2001年以後ICSID、ICSID AF及非ICSID仲裁判斷引用前例之頻率明顯增多。批評者指出，仲裁判斷之不一致性仍明顯存在，因判例仍不夠多且不具系統性。惟理由充足之判例對投資爭議具高度說服力，其重要性並未被高估。

2. 判例之地位：仲裁判斷依其原理對未來案件之判斷不應具有拘束力，但最近的趨勢是為了提供一致性(coherence and consistency)愈來愈多的仲裁庭以「國際法」之名義援引過去判例作為仲裁判斷之法律依據。關於此節，美國之政策係同一條約(例如：NAFTA或雙邊BIT)內之過去仲裁判斷應可作為法律依據，但不同之雙邊投資協定間之仲裁判斷不應相互作為判例(例如：德國與其他國家之雙邊投資協定，即使涉案條文用語相同，亦不應作為美國所簽署雙邊BIT之ISDS仲裁依據)。

雙邊投資協定之適用法/準據法條款：
1. 傳統上，一些BITs明訂適用法/準據法條款，規定爭端解決之適用法/準據法為︰協定本身、國際法原則及地主國國內法，以作為投資人與國家爭端時之判決基礎。但並非所有BITs都訂有爭端時適用之準據法，若BITs規定適用ICSID 或UNCITRAL仲裁規則，這些公約本身已對準據法作出規範，如ICSID公約第42(1)條：若雙方未就適用法達成協議，則仲裁庭將以地主國法律(包括該國之衝突法規 )及國際法規作為適用法； UNCITRAL33.1規定由仲裁庭決定可適用之衝突法規。

2. 重要義務(如：徵收、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及公平公正待遇)之提告，仲裁庭之準據法為協定及國際法，排除國內法之適用。

3. 仲裁適用法律之結果將對仲裁判斷具決定性影響，因此，如何選擇適用法律係關鍵性議題。過去判例顯示，倘仲裁庭未適當選擇應適用之法律，可能於未來被視為「濫用職權」而遭撤銷其仲裁判斷(ICSID公約52(1)(b))。

4. ICSID之規定：依據ICSID公約第42條之規定，適用法律之優先順位為：雙方當事人協議之法律(即雙邊投資協定條文)、地主國法律、國際法(係指國際習慣法、國際法院之判例、其他相關國際條約)。晚近趨勢係ICSID過去之判例亦逐漸成為被援引的法源。倘前述三項法源均無法就個案提供判斷之法律基礎時，仲裁庭不得以法律規範不明而拒絕審查，應援引「衡平法則(Equity rules)」作為判斷基礎。

美國與加拿大2004年Model BIT之規定：NAFTA成立以來，仲裁庭多次援引過去NAFTA之判斷作為解釋NAFTA條約文字之依據，對於ISDS國際仲裁產生重大影響。美、加兩國之雙邊投資協定範本乃規定適用法律之順位為：雙方協議之法律(雙邊投資協定條文與投資契約所約定之法律)與國際法；另以ANNEX方式規定，國際習慣法可作為法源。一來排除地主國法律可作為適用法源，二來明確提昇國際法之適用順位。條文內稱「國際法」係包括國際習慣法與雙方當事國有國際義務之規範(例如：所簽署之條約、公約等)，而以ANNEX規定國際習慣法亦可作為法源，使國際習慣法之順位排在國際法之後。

適用國際法之方式：ICSID及美、加雙邊投資協定範本提及國際法時，其文字均為”and international law as may be applicable”，造成國際法係可與前一順位之法源(地主國法律或雙邊投資協定)同時適用，抑或係作為前一順位法源之補充法源，目前尚無定論。多數仲裁庭與學者間支持作為次順位法源，而非同時適用。
避免重複救濟、仲裁程序等相關程序問題：國內救濟耗盡原則(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y)與避免重複救濟：依據國際習慣法，一件爭端只能在一個機制下裁定一次，基於外國投資不得享有較本國人更多優惠之權利，外國投資人必須先尋求地主國國內之行政與司法救濟，倘所有可能的救濟管道均已耗盡仍未獲救濟，才能向其母國提起「外交保護(Diplomatic protection)」。雙邊投資協定最重要的規定即是賦予投資人直接提起ISDS仲裁之權。投資人仍可向地主國國內法律體系尋求救濟，因此，有可能造成重複救濟，浪費司法資源，亦可能造成判決不一致。各個雙邊投資協定基於司法經濟原則，有下列兩種設計：

1. 叉路模式(Fork in the road model)：傳統之雙邊投資協定規定，投資人需預先決定擬尋求救濟之途徑，一旦決定之後即不可再轉換其他途徑(如：向當地法院提告或提付仲裁二選一)。如同面臨叉路，一旦選擇之後即不可回頭。此一設計使投資人必須在非常早的階段即作決定，且一旦決定即不可改變(Irrevocable)，而因ISDS案件極為昂貴，且大部分情況下，地主國之救濟管道亦有其有利處，投資人一般會想先尋求地主國之救濟管道，倘情況不對，再改提起ISDS仲裁，因此，從NAFTA開始，美、加等國即改採「豁免模式」之設計。

2. 豁免模式(Waiver model)：NAFTA及美、加之雙邊投資協定範本均採此一模式：投資人於提起ISDS仲裁請求前必須先提出豁免尋求國內救濟途徑權利之聲明。依此項設計，投資人可先尋求國內救濟，如發現國內救濟程序有明顯不利或不公，即可提出豁免聲明改尋求ISDS仲裁，對於投資人較為有利。一旦啟始國際仲裁，就不能回到當地法院繼續訴訟(投資人須等仲裁判斷敗訴後才有可能。)。 此一模式又稱為「無迴轉模式(No U-turn model)」。

ICSID公約第26條允許締約國以要求投資人耗盡國內行政或司法救濟，作為該國同意在該公約下仲裁之條件。締約國要明確表示是否有前述國內救濟耗盡條件，可以用二種方式：(1)正式通知ICSID︰目前僅以色列及瓜地馬拉二國提出。(2)在BITs、契約、投資法令中列入國內救濟耗盡條款。一些BITs要求投資人尋求國內救濟一段時間後才可提仲裁，雖未要求絕對用盡，但已對ISDS提付仲裁形成障礙(如：Germany – Argentina 雙邊投資協定, UK-Egypt 雙邊投資協定)。

最惠國待遇(MFN)與國內救濟耗盡條款：如果地主國和投資人母國所簽雙邊投資協定有MFN條款，則投資人會去檢視地主國和其他國家所簽之BITs，找出對其有較佳保護者(如：尋求不必先進行國內救濟或國內救濟時間最短者)，要求比照，此為Treaty Shopping。因此， 雙邊投資協定條文應寫清楚MFN是否適用ISDS。

國內救濟耗盡之應用：(1)仲裁庭會拒絕徵收之指控，若投資人未最先向當地法院尋求救濟；相關案例包括：Amco Asia et al. v. Indonesia, As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Ltd. V. Sri Lanka, Benvenuti and Bonfant srl v.Congo, Generation Ukraine Inc. v. Ukraine, Oil Fields of Texas, Inc. v. Iran。(2)只有在國內救濟是有效(effective)及可行(available)的情況下，才應耗盡。這是指此類行政或司法救濟是明顯徒勞的，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及沒有有效救濟的可能性。

一些評論家認為國內救濟耗盡原則會隨國際投資法系統之演進而再流行，例如：(1)阿根廷主張雙邊投資協定不能取代憲法，投資人不能將ISDS案訴諸雙邊投資協定而避免在該國法庭審理。投資人不能因提供公共服務業而限制該國行使變更經濟政策或關稅之主權。(2)巴西 2004年通過聯邦法NO. 11079 ，允許投資人將公私部門因合夥產生之爭端提交仲裁，但仲裁地點限巴西且需以葡萄牙文進行。此法規已明顯禁止國際仲裁。(3)美、加新Model 雙邊投資協定對提交國際仲裁加高障礙-指waiting period 部份。

Res judicata= a matter already judged：國際法庭及仲裁庭應用法律的一般原則是：案件一旦被有效及最終判決且該判決持續有效，則相同當事人(same parties)不可再就相同爭議(same issue)起爭端。國際法庭及國際仲裁庭之判決是屬Res judicata，而一國法院之判決對仲裁庭而言，並非Res judicata，但相關事實會被列入考量，這是為使一國之判決不會對國際判決造成障礙。若非相同當事人或相同爭議，則Res judicata不適用。

仲裁機制的選擇爭議：投資契約中之仲裁條款與雙邊投資協定義務之關係：當事人可在契約或雙邊投資協定之爭端解決條款中約定同意爭議經由特定程序解決，該等條款可以定義爭端的種類，可以指定特定的機制(forum)、準據法及仲裁地，可約定特定程序(如：仲裁人指派方式及人數)等。常見爭議是投資契約中之仲裁條款與雙邊投資協定不同，此時要先確認是否相同當事人或相同爭議，基本原則是投資契約的控訴依契約爭端解決條款處理，雙邊投資協定之控訴依雙邊投資協定爭端解決條款處理。問題是一些重要事實爭點可能重疊要如何解決？仲裁庭對此意見分歧，無明確答案。可能處理方式為：國內法院和仲裁庭各自獨立作判決；或仲裁先中止直到國內法院作出判決。

下午議題   主要討論重點：仲裁技巧

1. 新雙邊投資協定之法規與程序規定

2. 仲裁人之指派及選擇；協定條款之適用

3. 提名仲裁人之挑戰，IBA 指南

4. 利益衝突，IBA指南

5. 地點：仲裁地之選擇

6. 暫時措施：ICSID及雙邊投資協定之規定

7. 合併聲請-NAFTA第1126條；最近雙邊投資協定所採之方式

8. 在適用之雙邊投資協定仲裁條款中，若無合併聲請規定，要如何處理？

9. 排除顯無理由之提告：最近雙邊投資協定及已修訂之ICSID仲裁規則所採之方式

會議重點：

1. APEC區域所簽BITs中對ISDS仲裁之規定及程序(rules and procedures)有很大程度不同，如：NAFTA規範很詳細，而其他BITs僅簡單提供一個基本架構。最近新的BITs已經在 ISDS仲裁條文採用革新的規定及程序，如：審判經濟(judicial economy)、透明化及第三方之權利等議題作進一步規範。略述如下：(1)協商和談判(consultation and negotiation)：BITs多鼓勵或要求當事人在仲裁前先進行協商談判；一些BITs 如：日本/柬埔寨雙邊投資協定 要求經過一定時間後，才可將爭端提交仲裁。(2)仲裁之提出：投資人在提告前至少90天要以書面(A Notice of Intent)通知被告國家。爭端案件發生經過6個月後，投資人才能提出仲裁通知(A Notice of Arbitration)。(3)仲裁同意權：締約國已在雙邊投資協定條文中事先同意仲裁，或是設定同意之條件/限制，如：A.時間限制-投資人知悉違反雙邊投資協定 3年內才可提告。B. 投資人需以書面同意依照雙邊投資協定所訂之仲裁程序。C.投資人需以書面豁免在另一機制(當地法院等)提告或繼續該過程。(4)仲裁人之選任：仲裁庭一般由三名仲裁人組成，原、被告各指派一名，而後雙方共同指定第三名擔任主仲裁人，ICSID秘書長有權指派仲裁人，以使仲裁庭在一定時間內順利組成。(5)對仲裁人之異議：任一方在仲裁過程任一時點都可提出。此類異議由指派機構裁決(UNCITRAL 第12條)或由其他二名仲裁人裁決，若無法達成協議，則由世銀行政委員會主席裁決(ICSID 第58.(9)條)。(6)仲裁方式(Conduct of arbitration)：仲裁地點由原被告雙方決定，若無法達成協議，則由仲裁庭決定。投資人所屬之母國可就爭議點提交解釋意見。(7)第三方提交意見：第三方如NGOs可在仲裁某些過程中提出意見。仲裁庭會考量第三方意見是否有助於事實或法律爭點之釐清、是否有重大(公共)利益。(8)先行問題(Preliminary Questions)：國家可在仲裁庭剛成立一段時間內就管轄權和其他理由提出此問題，可排除顯無理由之控訴(frivolous claim)。(9)暫時措施：一方需證明此措施之必要性，以避免急迫且無法以金錢恢復之損害。(10)透明化：最近BITs有更透明化之趨勢，多數文件除被保護之資訊外，可讓公眾獲知，甚至公聽會亦開放公眾旁聽。(11)附錄之解釋(Interpretation of Annexes)：由締約方共同解釋，若無法達成協議由仲裁庭裁決(2004 US Model BIT 第31條)；或由所設特別委員會解釋(NAFTA第1132, 加拿大/祕魯 雙邊投資協定)。(12)專家報告：仲裁庭可指派專家就技術或科學爭議點表示意見。(13)合併：二個以上之控訴，若有共同的法律或事實問題且因相同情況所產生，任何一方可尋求合併。先前成立之仲裁庭就不再有管轄權，新仲裁庭可命令停止先前仲裁過程。

2. 律師Jean E. Kalicki分析商業仲裁和ISDS仲裁之主要差別：(1)商業仲裁：爭端源自契約、訴訟當事人來自不同國家、當事人為私人部門，也有例外是國家及國營事業、準據法常訂明為某國法律、依仲裁機構(ICC, AAA/ICDR, LCIA等)之仲裁法規或特別法規(UNCITRAL)進行、依紐約公約執行仲裁判斷。(2) ISDS仲裁：爭端源自雙邊投資協定、私人部門為原告，國家為被告、因法規措施或官方行為傷害私人投資、準據法為國際法，亦與地主國法律相關、依據 ICSID法規或特別法規(UNCITRAL)解決、依ICSID公約或紐約公約執行仲裁判斷。

3. 律師Michael Nolan對於仲裁人之選任及挑戰，其見解為：(1) 仲裁人被法規要求必須獨立不偏頗，而又需辯護一方之立場，因此表現不能太高調，明顯中立的仲裁人較可能說服主仲裁人。(2)仲裁人除具法律、商業專業外，若亦瞭解該區域及產業情況(對事實爭點及績效要求爭議之釐清很重要)，更是加分。(3)新BITs，如：2004 US Model BIT,美日對外新簽之 FTA等，常對ISDS範圍作限制，列有一國可自我判斷條款(self-judging clauses)、一般及安全例外條款(General and security exceptions)，仲裁人需考量上述條款。(4)新BITs對仲裁人之資格加上特定要求，如：2004 US Model BIT,要求金融服務相關仲裁案之仲裁人需是金融服務法律及具實務經驗之專家。加拿大Model FIPA要求仲裁人需是國際公法專家及遵守道德行為規範(Code of ethics)。(5)新BITs中之承諾也可能和其保留事項相衝突，例如：2003中德雙邊投資協定允許任何有關投資之爭端提交ICSID仲裁，惟中國仍然對ICSID保留只同意將徵收爭端提交仲裁。 (6)選任仲裁人最忌：Ａ.不公正或不獨立-解決之道是去釐清其關係及立場。Ｂ.未揭露可能引起（利益）衝突爭議的事項-解決之道是要求全部揭露。否則易招一方質疑要求撤換。(7)仲裁人之選任，宜避免有涉入國際律師協會指南(IBA Guidelines)所列紅色清單（red list）或橘色清單(orange list )所述事項。紅色清單主要包括：和仲裁一方有財務利益、以往曾涉入本案、和爭端有財務利益、和律師或一方有非正當之密切關係等；橘色清單主要包括：曾提供一方服務、和其他律師或仲裁人有關係、擁有案件相關之股權或信託責任等。(8)ICSID相關案例包括：Amco Asia v.Indonesia, Vivendi v. Argentina, Suez v.Argentina。

4. 排除顯無理由之提告（Frivolous claim）：最近BITs及已修訂之ICSID仲裁規則所採之方式

(1) 排除顯無理由提告之理論基礎：A. 對國家提供保護，投資人遵守紀律必須清楚表達法律訴求，所有當事人及仲裁庭可節省資源及成本。B.當控訴明顯無法律根據，就應被駁回而不必走完全部仲裁過程。C.自1990年代後期起，ISDS案件快速增多，擔憂投資人會作顯無理由之控訴。

(2) 排除顯無理由提告之方法：A.讓國家(被告)能就投資人明顯無法律事實(manifestly without legal merit)的控訴提出異議(objection)。B.允許/要求仲裁庭就國家所提之異議視為先行事務(preliminary matter)並就此異議作判斷，這可能會導致整個控訴或個別控訴被駁回(dismissal)。C.可讓仲裁庭有權判決仲裁費用由勝訴一方負擔。仲裁庭同時考量控訴或異議何者是顯無理由。D.新版之FTAs/BITs(如：美智FTA, 澳智FTA, 2004 US Model BIT)及ICSID仲裁法規第41(5)條已列入排除顯無理由提告之條文。

(3) ICSID仲裁法規第41(5)條：原先ICSID秘書處只能拒絕明顯缺乏管轄權的案件提出仲裁登記，但無權拒絕一些通過管轄權門檻但明顯無理由或無法律事實根據(without legal merit)的案件。2006年修訂後，允許仲裁庭可儘早專門針對明顯(manifestly)無事實根據的控訴，予以駁回。此條文也給予被告(國家)時間壓力(仲裁庭成立30天內及第一次開會前)必須要盡快且清楚明顯(clearly and obviously)的提出異議。

(4) 在FTAs/BITs中納入處理顯無理由告訴條文之理由是：投資人除選擇ICSID仲裁機制外，尚有其他機制可選，因此寫入協定之中，其他仲裁機制也可適用，甚至該條文可以進一步增修ICSID之規定，如：修訂時程 (timeframe)及條件，或費用改由雙方負擔。

3、 11月5日(第3天)：仲裁之管理

上午議題

1. 政府部門對法律及擬訂契約人員之訓練

2. 外部顧問的選擇及雇用

3. 保存可能有爭端的文件及紀錄

4. 政府部門間之協調以準備應訴

5. 締約國間之協調對雙邊投資協定之解釋，以提供法庭參照。例如：NAFTA第1128條及最近BITs之規定

6. 投資仲裁之事實：採證，IBA 指南

7. 文件之產生：經同意或法庭要求，雙方交換相關文件。注意保密法規，保護重要資訊

8. 準備答辯書、陳情書（memorials ,briefs）之方式

9. 有效的辯護方式（effective advocacy methods）

會議重點：

1. 秘魯、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與新加坡等APEC經濟體政府辦理ISDS之模式與經驗分享：(1)行政組織與管理：主政單位與分工：A.秘魯於2006年通過立法成立投資爭端委員會，依法擁有協調各機關、代表秘魯政府因應仲裁訴訟、處理和解及賠償等事宜之權。該委員會係部會級單位。B.日本尚無簽署雙邊投資協定引起之ISDS案件，不過有甚多處理WTO爭端案件(28件)之經驗，相關部會也有人才，若逢ISDS案將以任務編組(Task Force)方式處理，由外務省主政，經產省則代表產業界為常任配合單位，另協請相關涉案議題之主政單位，以及律師和研究學者等專家參與，以提供專業意見。C.新加坡由檢察總署之「政府律師」負責，視案情需要，要求相關部會配合支援。D.加拿大由外貿部之法律團隊全權負責，涉案議題主政機關配合提供事實背景及專業意見。對於案件答辯之準備，製作檢查項目表(check list)，以免遺漏重要事項。E.墨西哥由經濟部之國際法司全權負責，但必要時亦請涉案議題主政機關配合參與。(2)實務上之注意事項：A. 一旦知悉投資人即將提起ISDS仲裁程序，相關資訊必須集中管理，且需由主政單位之主辦法律團隊統一對外發言。B.需在第一時間就個案組成法律團隊，以加拿大經驗，初期約2名律師承辦，到仲裁庭開庭時約需6-8名律師共同辦理。C.加拿大代表表示，在政府內部維持一個法律團隊幾等同於維持一個法律事務所，必須有相關的圖書資料與電腦資料庫軟體，成本相當高昂。D.由於能夠辦理ISDS案件的律師不多，而政府酬勞有限，法律團隊離職率高，幾乎持續處於徵人與新人訓練狀態。E.新加坡代表表示，法律團隊需由資深專業人士(例如：最高法院院長、檢察總長)領軍，以利控制政策主管官員，避免政策官員失言而影響訴訟。(3)人員之培訓：A. ISDS仲裁案件不多，相關專業人員自成一個小世界，法律團隊成員應儘量參加相關研討會，以利與其他國家的專業人員熟識，未來需擔負指定仲裁人與聘僱律師工作時，才有足夠人脈。B.擔任講員報告之相關國家官員代表均表示，最主要的訓練來自於工作上學習，法律人員參與談判極為有用而重要。(4)機構記憶─紀錄：日本談判團隊在每次談判時，會針對草案製作 Legal commentary ，對條約草案之條文逐條釋義，並加註談判紀錄，以利未來查考及確使法律解釋之一致性。此項工作極為費時費力，但極為重要。此外，由於政策官員調動頻繁，事實上保持機構記憶的主要人員是負責ISDS案件的法律人員。

2. 支付仲裁判斷賠償：APEC經濟體中僅加拿大與墨西哥曾有ISDS案件且被判敗訴，該兩國對於仲裁判斷之執行均採自願制，一旦獲悉政府敗訴，立即由財政部撥款支應對方，不必再經內國法院承認。

3. 文件提交(Documents Production)在ISDS仲裁中之重要性：(1)分為自願性(如答辯書、陳情書等)及強迫性（一方向仲裁庭申請，要求對方提出，而後雙方見面商談那些資料可取得）。(2)依據 ICSID公約第43條：除當事人另有協議外，仲裁庭認為必要時，可在仲裁過程任何階段，要求當事人提交文件或證據。ICSID 仲裁規則第33條及第34條規定：各方要在仲裁庭規定時間內，溝通所擬提交及要求提交證據之正確資訊。若未提交，仲裁庭會正式紀錄一方未依其義務提交及其理由；提交前述資訊及證據所產生之費用，被列為仲裁費用之一部分。(3)UNCITRAL仲裁規則第24條也有類似之規定，在仲裁過程任何時段，仲裁庭如認為適當，可要求一方在一定時間內提交支持其提控書或答辯書所述事實之文件或證據。(4)提交文件之請求書：仲裁庭習慣標準需包括下列3點：A.清楚詳細描述該特定種類文件並使合理相信該文件存在。B.說明所要求文件與該案件結果之相關性及重要性。C.聲明該文件不在己方，以及假設該文件在另一方之理由。(5)要求提交文件需注意事項：A.必須指明特定文件，不能釣魚探險(no fishing expedition)。B. 所要求之文件必須是相關、重要且必須的。C.負擔不能高過證據力。D. 電子文件日漸普遍。電子檔與印出文件檔需妥善保存且不能矛盾衝突。(6)拒絕提交或毀壞文件之後果：A.有害推斷(Adverse inferences)：如果一方無充足理由說明為何不提供被要求之文件，仲裁庭可推斷此文件對其不利。B.證詞排除(Preclusion of testimony)：對拒絕的一方造成二度傷害。

4. 機密資訊/文件之保護與揭露：(1)對機密資訊慎重處理(Deliberative process privilege)之原則：A. 此類資訊必須是決策前或決策過程中所產生。B.不必保護純陳述事實或機構最終決策之文件。C.仲裁庭會考量該資訊對該國之利益。D.一旦文件被公開，就已放棄被保護之特權。(2) 2004 US Model BIT第19條對資訊公開之例外規定為：會防礙法律執行或違反公共利益或傷害特定企業正當商業利益之資訊不公開。第29(4)條仲裁過程透明化規定：任何提交給仲裁庭之受保護資訊，應依程序保護不得揭露。(3)目前超過80國訂有資訊自由法規，可讓政府擁有之一部分文件公開，惟各國開放程度差別甚大。值得注意的是，依據適用法，公眾是否可取得仲裁案中提交給政府之資訊。(4)美國資訊自由法中，文件被排除揭露之原因如下：A.會傷害國家安全。B.屬商業/財務機密。C.機關內部人事規定。D.法令特別排除之紀錄。E.在民事訴訟列為機密之機關內部備忘錄。F.會不當侵犯個人隱私。G.某法規執行紀錄。H.金融機構依據聯邦法規所作之紀錄。I.油井地點之地質資料。(5)保護商業機密之法源包括：國內法、雙邊投資協定、仲裁命令、保密合約。其中，保密合約內容要項應包括：受約束者、該資訊之用途及目的、資訊之處理及保存方式等。

5. 證據之處理：(1)仲裁之目的是為：A.中立之判決機制 (neutral forum)。B.當事方自治。C.平等待遇。D.有效率。E.正當程序。F.判斷可執行性及可攜帶性。(2)證據之重要性：A.證據和事實決定仲裁判斷的結果。B.蒐集證據所面對之挑戰包括：自政府部門取得證據、電子檔案之保管、政府及商業機密保護等。C.取得證據(taking of evidence)之依據：仲裁協議(一般未特別規定，若有，可減少仲裁庭裁量權 )、仲裁法規 (UNCITRAL仲裁法規第15,24,25,27條，ICSID法規第33至36條，ICC法規第20條)、國內法、國內傳統(大陸法系採認調查所得的證據、英美法系採認不利的證據)、國際習慣/法規。D.目前國際仲裁相關法規(如：IBA Rules)及一些BITs，已讓仲裁庭具有彈性及獲授權聽取證人、第3方意見或專家報告。

6. 律師Ricardo Ramirez提醒注意大陸法系與投資仲裁之不同。在ISDS仲裁案件中：(1)程序爭議(Procedural issues)雖重要，但不會因此決定案件輸贏。(2)書面答辯(Written advocacy)：內容結構很重要，字數不必多但要立論堅實。(3)證據(Evidence)：所有提告所列之事實(facts)必須有證據支持。(4)口頭辯護(Oral advocacy)：會影響案件輸贏，受大陸法系教育之律師在此方面要多訓練。

下午參觀參訪世界銀行所屬之「國際投資爭端仲裁中心」內之仲裁場地，瞭解該場地於ICSID仲裁時之使用方式，並進行簡單案例演練觀摩。

4、 11月6日(第4天)

上午議題：  賠償、損失及非金錢救濟

1. 賠償與損失：違反雙邊投資協定之賠償標準

2. 回復財產vs.金錢賠償

3. 投資之估價；估價專家之選擇

4. 利率之判斷：單利vs. 複利

5. 仲裁成本及法律費用：依案件計算vs 美式算法

6. ICSID公約規定之承認及執行

7. 紐約公約規定之承認及執行

8. 新BITs之執行規定，包括仲裁廢止規定。

9. 國家主權財產之豁免執行：相關條約及法規；豁免之例外：商業行為、棄權

會議重點：
律師Mark Kantor表示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依各國簽訂之投資協定其中200件產生82件投資爭端所衍生102件ICSID仲裁判斷(17件爭端案具多重仲判斷)，其中52件仲裁判斷得以化解爭端。又前述102件仲裁判斷中，87件係涉及仲裁庭有否管轄權事項，其中50件得以成立；41件仲裁判斷則涉及實質內容，投資人聲請內容完全獲仲裁庭接受者計5件。

另前述得以化解爭端之52件ICSID仲裁判斷案中，31件仲裁判斷並未判予投資人任何賠償金，13件仲裁判斷判投資地政府賠償1至5百萬美元，4件5百至1千萬美元，及4件高於1千萬美元，平均每件賠償金額為3.4億美元，又其中只含1件對阿根廷之仲裁案。

另觀2007年仲裁案中投資人聲稱投資地政府違反投資協定主要條款內容，則公正與公平之待遇佔有26%，各仲裁庭據此給予仲裁判斷為29%；歧視待遇(含違反國民待遇或最惠國待遇)為13%，各仲裁庭據此給予仲裁判斷為23%；徵收為10%，各仲裁庭據此給予仲裁判斷達42%。

紐西蘭代表Shannon Ward提問是否近年仲裁判斷金額有提高之趨勢？Kantor答復最近出爐之仲裁判斷金額是有顯著之提高，如阿根廷與投資人間之仲裁判斷，惟目前並無可靠之相關統計可資說明全般趨勢。

對於補償之概念，Kantor認為在雙邊投資協定之架構下，一般為吸引投資，皆以完全補償為範疇，如英國所簽訂之投資協定係以實在補償(real compensation)，而美國則使用市場價值(market value)或完全補償(full compensation)為基礎，少有訴諸低於市場價值之補償方式，另挪威更規劃於投資協定中賦予仲裁人就補償裁量之彈性空間，儘管尚未以此簽訂協定，惟不可否認，此亦代表部分人士之看法。

紐西蘭代表Ben King提問對於補償，美國2004年BIT範本及其他是項協定只提到對於徵收補償之定義，但為何對其他損害之補償皆未予說明？Kantor答復表示條約(treaties)在法理上並未解答何為國際習慣法標準之問題，儘管有少數不同看法，但絕大多數(great majority)投資協定內容對國際習慣法之徵收，皆認為係訴諸公平市場價值(fair market value)。對於Ben King提問，Kantor表示一般投資協定內容只就合法徵收(lawful expropriation)內容進行規範，對非法徵收(not lawful expropriation)或其他損害之賠償一項，因其內容遠較合法徵收難以想像(hard to imagine)，如最近之ADC v. Hungary或Siemens v. Argentina等案，難於協定中以一致標準或原則予明列。另如ADC 或Siemens等2案，其仲裁庭皆考量因其屬非法徵收，而判予2案受損投資人高於倘循合法徵收之價值的賠償。

日本代表Masafumi Sugano提問美國BIT範本所稱立即、適當及有效之補償中之「立即、適當」之意為何？Kantor答復要瞭解「立即、適當」之意，可先就美國政府對其之解釋，即付款不遲延，金額相當於徵收公佈前買賣雙方同意之價格並可自由匯出者，此與OECD模式或以完全補償或市場價值之概念相當。

Kantor表示對於投資地政府採取非法徵收，仲裁庭可透過改變估價日期(changing valuation date)，即以仲裁判斷作出之日期(award date)代替投資權益受損日(injury date)或改變匯率(foreign exchange rate)等適當方式，避免投資地政府之不當得利(unjust enrichment)。如Siemens v. Argentina案，儘管繫於阿根廷違反公平及公正待遇，但仍可歸納為徵收，仲裁庭採取2步驟，即改變估價日期並將匯率調整為付款日匯率。此些於投資協定內並未述及，但卻是仲裁庭對付投資地政府因非法徵收或違反協定之其他義務而取得不當利益之一般作法。另外對於預期獲利或信賴利益(reliance interest)，即投資人倘因投資地政府未採取該非法作為，而投資人繼續投資所衍生之利益，亦屬仲裁庭考量之範疇；又對於證明未來獲利(forward-looking profits)之要求，仲裁庭就投資地政府之非法行為多採取較各國法院較低之標準。

Markham Ball表示例如在1979年伊朗油田非法徵收案，仲裁庭對油價係基於當時市場對油價持上漲之預期加以估計，儘管事後油價下挫。Kantor表示在伊朗油田非法徵收案，仲裁庭採用投資人受損之日期為估價日期，但在ADC或Siemens則採用判斷作出日期為估價日期，此皆避免投資地政府因非法作為所獲之不當得利。

Brent Kaczmarek表示對於價值(value)之標準，像是NAFTA第1110條使用公平市場價值(fair market value)，或其他協定中之真實價值(real value)或真正價值(genuine value)，惟少有予以確實定義。Kaczmarek指出如美國鑑價人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ppraisers)所定義，公平市場價值係買賣方在無任何強迫且對標的相關事實有合理瞭解下，所進行交易金額；係在無設定任何特殊情況(no special circumstances)下，基於未涉真實標的所有權人之假定交易(hypothetical transaction)，而對標的價值所進行之客觀量測(objective measure of value)，其係屬金融交易(financial transaction)，而非策略性交易(strategic transaction)。

Kaczmarek認為估計投資之公平市場價值，可依假設投資繼續進行，或投資業已清算(liquidated)或無力償債(insolvent)如公司負債沉重而無法付予員工薪資等之前提，一般倘公司連續幾年虧損且可能繼續虧損又無法取得援助之狀態下，仍具有其價值，對此仲裁人與稽核(auditors)之看法多有不同；量測標準可適用至資產及負債，資產可分為金融資產(如股票、債券等)或有形資產(如設備、機器等)，負債則屬金融負債(如改正費用(reclamation costs)或應付帳款)，又損害(damages)則無公平市場價值，因其非屬資產或負債之列。

Kaczmarek指出一般常用量測合法徵收公平市場價值之方式循其屬性有可比較之交易(comparable transactions)、可比較之公開交易公司(publicly-traded companies)、現金流量折現(Discounted Cash Flow, DCF)或歷史交易價值，其中以DCF法最為可靠；另如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收購Merrill Lynch案因涉有買賣方協力(synergies)，屬策略性交易，而非為可比較之交易。 相較於合法徵收所採取公平市場價值之事前作法(ex-ante approach)，對於非法徵收，Kaczmarek表示仲裁專家們多訴諸事後方法(ex-post approach)，即以回頭看(hindsight)方式量測至仲裁判斷作出日止之損害，惟有些論點指出該法具不可靠性，而以事後方法估算損害較以事前作法之值較高，此係因事後方法中對於損害日起至仲裁判斷提出日止所損失之獲利未予折算之故。

對於利息之計算，Merkham Ball指出一般仲裁判斷因所涉損害時間至實際付款日久，致總賠償金額往往為仲裁判斷金額加上高額利息，如Santa Elena v. Costa Rica案，原4百餘萬美元之賠償，其利息依年利率6.2%半年複利(compound semi-annually)計22年為1千1百多萬美元
。利息之計算基本上有下列原則：

1. 可否加計利息：對於徵收，公共國際法下可加計利息；各國國內法對違反契約之損害可加計利息；但回教法律(Sharia law)可能不允許加計利息。

2. 利率：對於徵收，可適用市場利率或投資人取得資金之成本；對違反契約之損害，可依法規利率、公平利率或取得資金成本、或其他經濟上良好之標準，如於美國為6%至12%，或某些國家最高20%。

3. 計利期間：屬徵收者為徵收日至付款日；對違反契約之損害，則自違約日(英國法之一般原則)或通知違約日(法國或巴西法)起至付款日。

4. 複單利：最近案例顯示對於徵收，仲裁庭或採年複利或半年複利，基本上考量假定投資人未曾遭受徵收時之狀況；就違反契約之損害，則一般不採用複利。

Ball表示倘仲裁案所涉金額鉅，仲裁庭通常會就利息舉行聽證；另謹慎(careful)之協定或契約起草人(draftsmen)常於仲裁條款中明列利息條款。關於仲裁費用，Ball指出包括仲裁機構之行政費用(administrative costs)、仲裁人費用及其花費(fees and expenses)與爭端各方所致等3種花費。依UNCITRAL仲裁規則第38條，多半案例並無行政費用，又仲裁人依案情指定仲裁人費用及花費之分擔比例。目前ICSID之行政費用及仲裁人費用相較其他仲裁機構為低。對於降低仲裁相關費用，Ball認為積極訓練內部對仲裁法律及實作之人員(agency legal personnel)或稱內部顧問(outside counsel)，降低對外部顧問(outside counsel)之需求性，係非常重要且屬降低費用較為有效之方式。 

律師Christopher Dugan指出執行仲裁判斷係仲裁架構得以維持之基礎，例如相對於阿根廷拒絕就數起對其不利之雙邊投資協定仲裁判斷付款，墨西哥對不利之NAFTA仲裁判斷自願快速付款，對建立投資人對墨國之信心甚有助益。對於仲裁輸方不願依仲裁判斷付款，儘管仲裁庭本身並無如同政府單位之強制執行能力，但國際法如UNCITRAL仲裁規則、及紐約公約及各國國內法仍賦予仲裁判斷可得執行，惟該等執行程序甚費時日。Dugan表示日前於紐約協助某美國公司控告亞瑟拜然國家石油公司之仲裁判斷(依斯德哥爾摩仲裁規則，仲裁判斷尚未取得瑞典法院承認)，並對亞國於紐約之財產進行執行，該項財產與亞國石油公司並無直接關聯。Dugan補充表示執行該程序之紐約法院法官表示類似案件甚多，對該法院構成相當之負擔並認為紐約公約會員應就使仲裁判斷能於各會員國獲得有效執行，就公約內容進行修訂。對於仲裁判斷之一般執行步驟，Dugan敘述包括仲裁判斷之確認，即仲裁判斷勝方(winning party)須將該判斷書送仲裁地法院取得承認(confirmation)，使判斷書轉成為具拘束力之法定判決(binding legal judgment)，對此，各國仲裁法律多有規定；之後可依紐約公約或其他國際公約將經確認後之判斷書送至紐約、倫敦等法院申請執行命令(garnishment)，續完成對相對人於當地國之資產如銀行帳戶等進行執行(execute)。

對於相對人為國家之仲裁案，Dugan表示常遇到因政治滲入，使仲裁判斷之執行變得複雜。相較於國家-投資人間仲裁之複雜性，Dugan認為一般商務仲裁顯得較為單純，例如倘Toyota或General Motor等公司得到不利仲裁判斷，渠等均會迅速付款，避免損及商譽，此符合統計資料顯示商務仲裁判斷自願付款(voluntary payment)率達約95%之事實，但在投資人及國家間之仲裁案此景卻不得見，舉凡政治考量(political concerns)超越仲裁之商業意義，又因主權豁免(sovereign immunity)而拒絕執行仲裁判斷等，是目前投資人-國家間之仲裁判斷難以執行之主因，即使依ICSID公約作成之仲裁判斷，仍須經國內法執行，又因主權豁免致國家之多種資產無法執行，如中央銀行之資產等依國際法不得被扣押或執行，此皆不利於投資人取得仲裁判斷之付款。

關於仲裁判斷承認程序，Dugan表示依美國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第1章規範仲裁判斷有利一方需將仲裁判斷提交執行地法院進行承認後，該判斷始得成為判決並據以執行。在承認過程中，仲裁判斷之債務人(debtor)
可主張抗辯，一般其理由包括如仲裁庭逾越權限(exceeds its power)，如於Metaclad v. Mexico案中墨西哥主張仲裁庭認為墨國違反透明化原則(因NAFTA未就透明化進行規範)，或有貪污或詐欺(fraud)等情事；惟法院不應就仲裁判斷實質內容(merits)進行審查，或承認程序亦不應被視為上訴(appeal)，此與一般國內訴訟不同。Dugan認為美國及瑞士等國係屬對於執行仲裁判斷友善之國家。

智利代表Ana Novik提問是否仲裁判斷有利方可持該仲裁判斷至紐約公約所屬多個會員國平行(parallel)進行執行？Dugan答復平行進行仲裁判斷之執行係屬常見，如前述美國公司控告亞瑟拜然國家石油公司之仲裁案，該仲裁案尚未取得仲裁地(瑞典)之承認，美國公司即持該判斷至紐約法院請求執行，此種作法無論對仲裁判斷勝方或辯護方(不利方)均構成龐大費用，又仲裁判斷平行執行之程序確實亦造成程序之混淆，另因各國對於孰種形式之國家資產可予執行之規定差別甚大，倘尋求執行應先確認。

日本代表Nobuhiro Watanabe提問ICSID公約第54條係屬規範仲裁判斷之執行，其與紐約公約之差異為何？Dugan答復如加拿大目前處於加入ICSID公約之程序中，尚未成ICSID之會員，因此與加國間仲裁判斷，有利方僅能依紐約公約至加國法院請求執行仲裁判斷；另與阿根廷間之仲裁判斷，則可依ICSID或紐約公約。

我國投資業務處林專員家葳提問於美國境內企業-企業間仲裁判斷與投資人-國家間仲裁判斷之執行上主要差異如何？Dugan答復在美國企業-企業間仲裁判斷與投資人-國家間仲裁判斷執行程序上相同，倘有差異，主要仍視仲裁判斷有利方至何處之法院請求執行；關於仲裁判斷之平行執行方面，Dugan認為倘屬投資人-國家間仲裁判斷，又該判斷業進入撤銷程序，美國法院應會視撤銷程序之進行狀況，再決定是否進一步執行，此異於企業-企業間仲裁判斷需提供擔保金。

關於遵守ICSID仲裁判斷，Mark Clodfelter指出循ICSID公約之投資人-國家仲裁，國家如受不利之仲裁判斷，可依ICSID公約第52條要求特別審查(special review)，惟倘經審查，仲裁判斷仍維持，則無其他救濟途徑(no other remedy)；ICSID第52條第1項即規範仲裁一方提出仲裁判斷撤銷(annulment)之5種理由，包括1.仲裁庭之組成不適當、2.仲裁庭明顯(manifestly)逾越其職權、3.仲裁庭成員貪污、4. 仲裁庭背離基本程序原則或5.仲裁判斷未敘明理由。ICSID第53條第1項指出仲裁判斷對仲裁各造具拘束力，且各造對於仲裁判斷不得上訴。第54條第1項為ICISD公約會員國應承認循ICSID之仲裁判斷並視同如本國法院之終局判決
加以執行。Clodfelter認為一般投資人-國家間之仲裁，倘國家受不利判決而提出撤銷之要求，約50%案例顯示受理撤銷要求之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要求地主國提供擔保，確保倘撤銷不成時，地主國遵守仲裁判斷。Clodfelter並指出關於多起投資人控訴阿根廷之ICSID投資爭端仲裁案，到目前為止，阿根廷對於不利之仲裁判斷經提撤銷程序不成後並未付款，阿根廷之立場為任何尋求對阿國仲裁判斷之承認及執行之投資人，須依阿根廷對規範執行最終判決之法律所列程序
提出執行申請，如在Enron v. Argentina、CMS v. Argentina或Siemens A.G. v. Argentina等案；另對於循UNCITRAL仲裁規則所提出之仲裁判斷，阿根廷認為這些仲裁判斷之執行需依執行地之內國法及紐約公約。Clodfelter強調ICSID公約生效至今，首見阿根廷挑戰其條文內容，對此，ICSID需儘速解決。

關於國家主權財產之豁免執行方面，Jean Kalicki指出儘管ICSID公約第45條第1項或紐約公約第3條皆明示當事國在其境內應承認及執行仲裁判斷，至今甚多案例顯示某些國家不願遵守該些規定，如阿根廷等，因此，瞭解主權國家豁免(immunity)之內容，相當重要。Kalicki表示不論是投資人-國家間之合約或國家-國家間之投資協定中，豁免之內容主要有2種，即1.豁免管轄權(jurisdiction)或2.豁免執行(execution)。地主國於投資協定中明示同意就係爭與投資人進行仲裁，係地主國放棄其豁免管轄權，但並不表示地主國同意暴露其資產供執行。Kalicki補充某些仲裁規則，如國際商會仲裁規則(ICC)第28條第6項暗示放棄(implied waiver)地主國豁免執行權
，此在，Creighton v. Qatar案於法國法院判例中得到確認
。Kalicki並認為倘缺乏明示或暗示之豁免執行權條款，則執行權歸屬內國法律。Kalicki指出ICSID公約除明示未減損其締約國之執行權(第55條)，另強調國內法對於執行之重要性(第54條第3項)，因此應由國內法院決定那些國家資產免受執行。Kalicki並指出英美法系國家有法規規定豁免執行之主權資產範圍，大陸法系國家則基於公共國際法原則(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之範疇，此二者基本上殊途同歸，即相較於不可執行之公共用途(public use)財產，商業用途(commercial use)之國家財產則可執行，但基本上仍不易區分政府財產係屬商業或為公共用途。Kalicki認為地主國基於仲裁判斷付款係屬公約義務，倘以外交保護(diplomatic protection)為由，可能致致國家-國家爭端解決程序，並容易引起投資人所屬母國施加壓力，所幸多數國家終會付款。

Perry Bechky提問針對仲裁判斷執行一項，對於投資協定中常提及之各種規則如ICSID公約或UNCITRAL仲裁規則，何種對投資人較有利？Kalicki答復一般投資人傾向選擇對執行仲裁判斷較友好(friendly)之國家，而依UNCITRAL仲裁規則作出之仲裁判斷需配合紐約公約執行，在ICSID公約對執行之規範較紐約公約清楚以及ICSID係屬世界銀行(World Bank)情況下，投資人較會選擇ICSID公約。Mark Clodfelter亦發言表示倘觀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IMF)之一體關係，以及ICSID仲裁判斷可在紐約或倫敦快速執行之現況(除遇主權豁免情況外)，循ICSID公約應是投資人首選。Kalicki補充ICSID仲裁判斷皆須公開，但UNCITRAL仲裁判斷則需當事雙方同意，始可公開，或當仲裁判斷有利方至法院請求執行時仍需公開仲裁判斷。

紐西蘭代表Ben King提問對於暫時中間救濟措施(interim injunctive measure)，是否美國法規提供主權豁免？Kalicki答復倘中間救濟措施為假扣押(attach)政府之資產，投資人需證明該資產非屬公共用途，且需使仲裁庭認為該措施之必要性。Clodfelter補充，單就證明是否屬商業或公共用途，已有非常多之訴訟案，另對中央銀行(Central Bank)之資產，已有豁免執行之規定。

日本代表Nobuhiro Watanabe提問對於未受付款之仲裁判斷將致國與國間之談判是否也涉及主權豁免？Kalicki答復倘走向國與國間談判，甚至如訴諸國際法庭(ICJ)等，政治壓力勢必增加，惟並不表示地主國將自動執行。

紐西蘭Shannon Ward提問地主國於仲裁案之費用如何要求投資人賠償？Kalicki答復一般關於地主國費用攤付之請求皆於仲裁判斷中述及，未聞可於仲裁判斷提出前採取措施；一些獲ICSID有利仲裁判斷之地主國案例，如匈牙利在某仲裁案中獲投資人迅速付款，完全賠償匈牙利仲裁案中之花費。Bechky補充ICSID原先創設係為解決投資人與國家間就投資合約(investment contract)之爭端，即國家亦可為告訴方，控告投資人違約，惟隨著大量投資相關協定之生效，目前成為專門處理投資人對國家之爭端。

下午議題  

1. 挑戰ICSID判斷之理由；廢止程序

2. 紐約公約及UNCITRAL Model Law之規定

3. 新投資協定對透明化之要求；公佈仲裁之提出及判斷

4. 第三方之參與，法庭之友，公民社群

5. ICSID及UNCITRAL之法規修訂以讓第三方參與

會議重點：

關於挑戰ICSID仲裁判斷，Jean Kalicki指出ICSID係屬一自制系統(self-contained system)，如ICSID公約第53條第1項所述ICSID仲裁判斷對各造具拘束力，且除ICSID公約內之規範外，該仲裁判斷不能上訴或受其他救濟措施規範；挑戰ICSID仲裁判斷，只能循ICSID機制，此與紐約公約不同。關於ICSID仲裁判斷之解釋(interpretation)，ICSID公約第50條規定儘可能提請原仲裁庭解釋仲裁判斷；對於仲裁判斷修訂(revision)，ICSID公約第51條規定須基於發現先前未知且具決定性影響性之新事實，並儘可能向原仲裁庭提出；對於撤銷仲裁判斷，則需依ICSID公約第52條所列之5種可能原因，並於仲裁判斷提出120天內，向非常設之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提出。特別委員會之成員，非如原先仲裁庭由各造指定，而係由ICSID秘書長指派，相關費用初期由請求撤銷者負擔，倘撤銷結果有利申請者，該費用可能部分或全部轉由相對人負擔。無論申請撤銷所基原因為何，是否撤銷，係屬特別委員會之裁量權(discretion)。特別委員會無權決定修改(modify)仲裁判斷內容或將仲裁判斷退回原仲裁庭，此係與一般司法程序之差異，但特別委員會可撤銷仲裁判斷之部分內容或裁量是否撤銷整個仲裁判斷，倘同意撤銷仲裁判斷，則整起爭端須由另一新仲裁庭審理。對新仲裁庭提出之仲裁判斷，各造仍可依ICSID公約第52條請求撤銷。

關於ICSID公約第52條仲裁判斷撤銷(annulment)5項原因，除仲裁庭組成或貪污而成為撤銷之原因少見外，其他3項較為常見。仲裁庭明顯逾越其職權(manifestly exceeded of its power)一項，如投資人提出地主國違反3項，仲裁庭再增加1項等
，因仲裁庭之權利係來自爭端雙方同意(consent)之項目，一般倘決定事項不於仲裁庭前(before the tribunal)作成，或疏於適當地(properly)決定相關事項，或疏於採用適當之法規等，且屬明顯者。

對於仲裁庭嚴重背離基本程序原則
，Kalicki認為所稱基本程序原則應聚焦於核心正當程序權利(core due process rights)，例如未能被公平對待致喪失陳述之權利等；另嚴重程度係指背離之實質效果，即除非產生重要之影響，否則仍無需考量是否撤銷。對於未敘明其決定之理由1項，包括對重要之處(critical point)缺乏說明或說明矛盾致未能支持決議；或未處理提出之重要問題；另倘說明荒謬(irrational)，且不具說服性亦屬之。Kalicki指出為提高撤銷ICSID仲裁判斷之一致性，有人建議設立常設機構來處理，或採用上訴機制(appeal mechanism)，以提供改善對事實或法規認定之機會，惟反對意見充斥認為上訴機構不必然可導致更佳之仲裁判斷，或將使仲裁如司法程序等。

澳大利亞代表Richard Braddock提問倘仲裁中一造故意忽略仲裁庭疏於應給予其表達意見之機會，而於仲裁判斷提出後，再據此申請撤銷仲裁如何？Kalicki答復對此ICSID並無相關規則，但倘運用此策略，尚需得提出證明仲裁庭因該疏忽而致嚴重背離基本程序原則。

有關紐約公約，Jeffrey Kovar指出該公約原先係為解決商務仲裁判斷之承認及執行而訂定，但其內容卻未包含於內國法院之程序，對此ICSID公約亦未規範。依紐約公約第5條第1(e)款及第6條，倘仲裁判斷業於其作成之所在國受擱置(set aside)，則任何受申請執行該判斷之紐約公約會員國，皆得據此延後執行或要求投資人提出擔保後始執行，此似乎顯示仲裁判斷擱置及執行可於不同國家，但實務上此二者皆在同一國內，爰避免仲裁判斷作出後可於某一國執行，但同時於另一國卻於撤銷或擱置程序中，此為協定草擬者需注意之處。另1985年版UNCITRAL仲裁規則
不止包括仲裁之進行程序，其規範仲裁判斷之承認、執行或擱置之內容，大部分與紐約公約相調和，例如倘發現係爭依內國法無法以仲裁解決或仲裁判斷內容與公共政策相衝突時，法院得擱置仲裁判斷之執行。在Metaclad v. Mexico之仲裁判斷擱置案中(依UNCITRAL仲裁規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法院判決部分擱置。依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法院得擱置仲裁判斷之原因包括5大項，即貪污、仲裁人不公、程序不符規定、仲裁庭逾越權限及仲裁判斷未述明理由，又聯邦法院認為明顯忽視法律(manifestly disregard the law)亦屬之。在Metaclad v. Mexico 案，仲裁判斷仲裁庭認為透明化應屬NAFTA第1105條公平及公正待遇之範圍，但判決將仲裁判斷部分擱置之加拿大法院卻認為透明化非屬第1105條，因此仲裁庭無權將透明化納入；在Bayview irrigation v. Mexico關於美墨邊境水權爭端案中，證明相較他案如涉及貪污等之舉證，主張仲裁判斷與公共政策相衝突而欲擱置仲裁判斷之門檻極高；另於Thunderbird v. Mexico關於博奕業之仲裁案，地主國欲證明仲裁庭認為非屬其職權之仲裁判斷係明顯逾越其職權者，需先證明仲裁庭瞭解相關法律，又該等法律之制定應無嚴重之瑕疵且可適用等。

Christopher Dugan指出協定起草人應注意協定規範涉及仲裁判斷之承認、執行及撤銷之相關條文，並建議應於協定中明訂相關仲裁判斷提出後之執行或撤銷之流程，確保不致於產生在甲地作出之仲裁判斷，被仲裁判斷有利方帶至乙及丙地聲請執行後，仲裁判斷不利方需同時至乙及丙地提出擱置仲裁判斷之聲請並同時在甲地提出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等平行程序(parallel proceedings)情形發生。對於UNCITRAL仲裁規則中明訂有涉及不可仲裁之事項，Dugan指出在美國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所屬即為不可仲裁之事項，類似情況在各國皆有，如某些國家規範智慧財產權如專利及商標等事項非不可仲裁，應由內國法院審理。對於涉及公共政策之仲裁判斷，一般各國法院皆不允許其執行，如UNCITRAL仲裁規則、紐約公約等皆有所規範，惟ICSID公約無。Dugan表示多起涉及貪污之仲裁案如Siemens v. Argentina仲裁案，因Siemens人員涉及美、歐多起行賄事實被公諸於世，倘調查確認該案係Siemens人員行賄取得合約，則不只撤銷該仲裁判斷將非常容易，同時各國法院將拒絕執行該仲裁判斷。對於美國2004年Model BIT就締約雙方考慮設立上訴機制一項，Kalicki認為其係屬建議，而非已確認將建立上訴機制。  

智利代表Ana Novik提問對於在ICSID公約下設立上訴機制之情形如何？Kalicki答復表示各國在未受控告前，通常皆不支持設立上訴機制，惟一旦成為相對國並成為仲裁判斷之不利方時，則多會思考設立上訴機制，例如WTO之上訴機制。Bechky補充表示WTO上訴機制係於WTO成立時既有，此與ICSID公約此時尚須獲得約150個會員國同意，以進行修訂之情形不同。Kovar並表示CAFTA之上訴機制較具雛型，倘哥斯大黎加能通過加入CAFTA，則CAFTA會員間透過細部討論，將可能是最早具上訴機制之投資相關協定。

日本代表Nobuhiro Watanabe發言表示倘上訴機制係基於雙邊，如何能確保其結果具一致性？ Kovar答復認為仲裁原本多係供商業之用，非常強調時效及最終性，但倘因投資相關協定，而用於投資人及國家間之爭端處理，時效及最終性似非主要強調之內容，應是在法規面上具有其一致性，若另能建立在以案例為基礎之上，則不失為確保其結果具一致性之方式，但仍需有一常設機構如ICSID，則自動上訴將不會有太大問題。

對於投資協定之透明化，澳洲代表Richard Braddock介紹澳洲-智利FTA內關於仲裁判斷、仲裁庭決議、公聽會及證據等文件之公佈，與法庭之友參與及第三方(非爭端締約國)參與等。Braddock認為投資人及國家間之爭端仲裁異於商務爭端之仲裁，因投資人及國家間爭端通常涉及公共利益，相關仲裁之透明化有利於政府規劃或談判是項協定及推動相關政策；允許第三方之參與，則可使非爭端締約國提供其看法，協助仲裁庭釐清相關細節；另前述透明化之機制，例如關於公聽會、非爭端締約國參與或對於機密資訊之保護等亦補充ICSID公約或UNCITRAL仲裁規則之不足。Margrete Stevens就透明化提供資訊之程度補充表示依據美國之聯邦資訊法(Federal Information Act)，美國人得要求與仲裁庭分享相關資訊，倘仲裁庭允許某些人分享，當難以拒絕其他人，此是仲裁庭需權衡之處。

Jonathan Kallmer指出透明化係國家公共政策之內容，依美國於NAFTA所累積之經驗顯示，美國可能因地方政府之措施而成為仲裁案相對國之情形有增加之趨勢，考量相關政策多涉公共利益，如何在保護投資人之同時兼顧國家行政之權利，又仲裁庭可容忍資訊公開至何程度，以及各方之角力，最後形成美國2004年Model BIT中透明化之部分。美國2004年Model BIT之第28條第2項關於第三國提陳係較原先NAFTA第1128條內容增加口頭及書面之提陳方式；第28條第3項較NAFTA增加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一項，主要係源自Methanex v. U.S.案涉及公眾權益程度高，倘容許第三者得對仲裁庭提陳，有利仲裁庭瞭解案情。美國2004年Model BIT之第29條第1項關於仲裁程序透明化，包括公告仲裁意願書、仲裁通知書、仲裁聲請書、準備書狀、爭議當事人提交予仲裁庭之簡報、非爭端締約國陳述、法庭之友陳述、聽證之紀錄或筆錄、仲裁庭命令、仲裁判斷或決定等及第29條第2項聽證會需公開等並未曾在NAFTA，另第29條第4項亦保留機密資訊免受公佈之機制。

紐西蘭代表Rod Harris提問是否公眾參與投資人及國家間之仲裁會降低仲裁程序進行之和解機率？Ian Laird答復表示仲裁案情一旦公開，倘轉變成政治議題，而相關政治人物進行間接參與，將使爭端二造無和解之機率。Margrete Stevens補充表示依其過去調解之經驗顯示，倘直接及間接參與投資仲裁案者越多，則越難使爭端雙方找到共同立場(common ground)。

紐西蘭代表Shannon Ward提問法庭之友投資人及國家間之仲裁會否影響仲裁庭之決定？Ian Laird答復有影響否，需視仲裁庭是否接受法庭之友之提陳，倘仲裁庭只是傾聽(listen)，當無助益。Margrete Stevens補充在S. D. Meyers v. Canada仲裁案中，看不出有任何法庭之友之影響，又Methanex v. US.案中法庭之友並無實質影響。

有關法庭之友，Margrete Stevens指出法庭之友參與投資人及國家間之仲裁案例至今7件，包括NAFTA循UNCITRAL仲裁規則3件及4件循ICSID公約。目前活躍於投資人及國家間仲裁案之法庭之友非政府組織，包括1.華府之CIEL(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2.推動透明化及修訂UNCITRAL仲裁規則甚力而位在加拿大溫哥華之IIS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3.總部位在加州之Sierra Club及4.Earthjustice等當地非政府組織。這些非政府組織之關切內容多圍繞在透明化(如Loewen v. U.S.案)、公眾健康(如Methanex v. U.S.案、Azurix v. Argentina案)、人權(如Piero Poresti v. South Africa)、勞工權利(如UPS v. Canada案)及環境保護(如Glamis Gold v. U.S.)等議題。依現行ICSID公約，仲裁庭並無主動權在未取得爭端雙方之同意前，主動許可法庭之友之提陳，鑑於促進仲裁庭對案情之瞭解，ICSID秘書處目前正徵詢所屬143個會員是否給予仲裁庭裁量權，允許對仲裁程序具助益之法庭之友提陳。

Todd Grierson-Weiler表示對於法庭之友提陳一事，NAFTA業有案例，惟可先就WTO相關案例進行瞭解，如US-shrimp案中，WTO上訴機構即指出依據爭端解決規則第13條授予爭端解決小組(panel)有權自其認為適當之個人或機構尋求資訊或建議等；惟在U.S.-certain steel products案中，上訴機構認為爭端解決小組並無義務接受法庭之友提陳，又法庭之友亦無提陳之權利，且倘爭端解決小組接受法庭之友提陳，須諮詢爭端各造；在U.S.-Softwood Lumber案中，非爭端WTO會員有權依程序提陳。由WTO國家-國家間之爭端轉至投資協定之投資人及國家間之爭端，似乎顯示某些非政府組織支持政府之立場如在Methanex v. U.S.案；但在UPS v. Canada卻有非政府組織支持投資人要求加拿大對某些郵政之措施須透明化。Grierson-Weiler表示仲裁人並非在真空之環境下辦案，其亦受外界之影響，爰站在投資人之立場，曾建議倘其仲裁程序係依UNCITRAL仲裁規則，勿同意與地主國進行公開之聽證會。對於地主國而言，在某些情況下，法庭之友具有較適當之立場，提出對地主國有利之提陳。至於是否同意法庭之友提陳，Grierson-Weiler認為應於協定中明述，避免成為仲裁庭屆時可裁量之內容。

五、11月7日(第5天) 

上午議題：避免仲裁之策略

1. 政府部門間法規與政策之協調

2. 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協調

3. 設立爭端檢討機構 

4. 爭端解決之其他方式

5. 談判、調解、斡旋機制

會議重點：

對於避免仲裁案，祕魯代表Ana Ampuero表示有其黃金法則(golden rules)可循，即目前即可履行的義務，始置入投資協定內，至目前仍無法履行之義務，勿當成過一段時間即有能力履行(總是難以履行)；另國內相關法規內容越清楚越好。但如何掌握義務，對此，祕魯將此分為包括與投資人之合約(contract)及與他締約國之條約(treaty)等2類義務，皆由跨部會小組，於合約簽訂前，或於簽訂條約及諮商前，密集確認可能之義務及履行該義務之能力，並就新約生效後之可能狀況，加強對負責外人投資業務官員之能力建構；就變更原相關法規之適用內容，須保持與國會之密切連繫，使新約可通過國會之審核；舉行各種會議及研討會，務使中央、區域及地方所有相關單位能瞭解新約內容及其所帶來之義務，並藉此減少中央及地方間對須履行義務內容之歧見。倘遇投資爭端，則透過成立特別委員會評估直接或透過第三者與投資人進行協商，並視需要雇用律師參與協商。對於挑起爭端但無根據(without basis)之投資人，祕魯傾向不透過付款予該投資人，而直接訴諸仲裁，免致其他投資人效法；對於似有根據之投資人，倘祕魯付款予該投資人，等於承認祕魯有過失，其他投資人亦將起而效法，因此最佳方式就是進入仲裁。

對於如何避免仲裁案，加拿大代表Meg Kinnear認為此關係到投資協定內容之設計，即在保護於外國投資之本國籍投資人之同時兼顧外國投資人對本國提出仲裁之防護。因此減少國家於協定下之義務乃屬首要，例如倘於協定中寫入公平與公正之待遇而非最低待遇標準，則國家即減少一些義務；另外對於寫入最惠國待遇，也須注意，因該條款將自動自其他已生效或未生效之協定，引入程序、定義及義務，又該等範圍亦隨國際法之變更而擴大；其他如提出仲裁之時限，亦應加以明定，以避免仲裁。為提升加國政府貿易、投資及內部律師之政策制定人員對於投資協定內容之瞭解，加國貿易法務局(Trade Law Bureau)研擬一系列課程，俾供渠等熟悉投資及投資人及國家間之投資相關事項；另就經驗上較易受投資人提告之部會如衛生、環保及掌管國家收益(revenue)單位，如財政部或經濟部等，進行教育及再教育；任何機關所提出之新法規措施可能違反協定之風險高低，需進行強制查核(mandatory check-up)；屬高風險之法規措施，則請原部門另擬替代方案。若政府某部門措施被投資人提告或進入仲裁，則該部門須負責協助編列相關預算，此係為降低各部門堅持將高風險法規措施送立法部門並執行之可能性。另地方政府包括如省(province)或自治市(municipality)等，加國中央政府於每季為該等舉行研討會，以降低其違反協定之可能性。另駐外使館經常傳回加商於外國之困難(difficulties)並請求協助之消息，對此加國貿易法務局通常會提供忠告(advice)予駐外使館關於可為或不可為之事項，除藉以降低爭端惡化之可能外，並避免駐外使館給予該加商承諾(promise)而可能被意外地捲入爭端。對於與在加國之外國投資人間之爭端，在諮商過程，切記與該投資人保持良好關係(keep good relation)，以利時空改變時，雙方尚可溝通並友善解決爭端。

墨西哥代表Hugo Perezcano Diaz認為一般均太忽略投資協定吸引投資之性質，而著重於投資人依投資協定可對政府提起仲裁之特性。跨國企業重視在各國之營運績效遠勝於贏得與地主國間之仲裁。仲裁事實上乃屬雙輸(lose-lose)策略，企業即使贏得仲裁，於整體長期營運上仍是輸家。投資協定內容普遍雖有恢復原狀(restitution)之字眼，但未曾於任何仲裁案件中被執行過，所有案件最終皆以金錢賠償結束，即使投資人經仲裁案得到全額賠償，該案於投資地之投資業告終結。倘地主國贏得仲裁，對平均跨時3年之仲裁案件，每件仍需支付2-5百萬美元左右之律師費用，同時也損失該投資案。依Perezcano Diaz見解，對處理數件爭端案之經驗顯示，通常投資人訴諸政府機構解決爭端，多欲取得某種程度之補償，倘投資地政府瞭解係政府本身違反協定義務，卻仍堅持進行仲裁，其結果除賠償外亦損失該投資；但倘投資地政府直接付款予該投資人，該投資人非常有可能直接將該款匯出至他國進行其他投資，此應是投資地政府所不樂見。在Waste Management v. Mexico案，即使仲裁程序已在進行，但投資人與地主國政府官員仍在接觸，尋求雙方可接受之解決方案，最後由墨國中央政府聯合地方政府就該案(廢棄物處理特許案)內容進行協調，延長特許年限，中央政府並投資該公司硬體設備(如垃圾車)及土地等後，原投資人再將該特許以更高價轉售予另一投資人而獲得解決。

祕魯代表Ana Ampuero提問何時為與投資人和解之適當時刻？Perezcano Diaz答復越早與投資人達成和解越好，因隨雙方投入之資源越多，或雙方之立場越兩極化後(polarized)，越不易達成和解。達成和解所需時間，一般約需半年左右。 

日本代表Masafumi Sugano表示日本儘管與多個國家簽訂FTA(投資章)及雙邊投資協定，至今尚無成為仲裁案相對國之經驗，卻有1件涉及日籍投資人野村證券公司之Saluka v. Czech Republic仲裁案。日本國內主要負責投資相關協定之單位，包括外務省經濟局及國際法局與經濟產業省通商政策局，另財務省及內閣法制局與相關單位亦參與，其中通商政策局研擬談判策略，並透過跨部會間聯繫，達成對協定內容之共識，而與產業界之溝通，通常皆利用與各地方政府會談之機會合併舉行。Sugano分享其談判經驗指出如澳洲談判人員包括經濟、財務及法務單位間聯繫非常緊密，因此澳方人員於談判時之要求及拒絕內容皆非常堅實(solid)；瑞士則由2人負責全部投資協定。對於投資協定之擬定原則，例如如何降低最惠國待遇所導致之風險(MFN risks)及排除間接控制(indirectly control)之投資，以去除可能面對投資人遊走於各協定(treaty shopping)及其他問題，Sugano認為難以理解其複雜性，徒增風險。對於雙邊投資協定範本，Sugano表示日本在與其他國家洽簽雙邊投資協定時，對手國皆難以照單全收，致日本亦須妥協協定內容，爰日本無法像美國一樣提出雙邊投資協定範本，例如與菲律賓間日本妥協了投資人及國家爭端程序；在與泰國間，日本妥協負面表列等。另對於國營企業、非直接徵收及環保，日本亦較美國有不同之作法。

新加坡代表Daren Tang表示新加坡至今並無相關爭端案。新加坡為城市國家，並無地方級政府，但於各投資相關協定生效後，新加坡仍保持每年舉行1至2次研討會，以增進相關同仁對投資相關協定新事項之瞭解。對於新法規可能違反協定義務之問題，Tang認為仍需以機構化之機制檢查新法規有否違反協定相關內容，才是解決之道。

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陳談判代表正祺提問政府對於輸掉投資人及國家間之仲裁案是否有處理機制？是否需經由法院承認及執行仲裁判斷，或由行政機關逕撥款予係爭投資人？倘需經法院，是否有專責法院，或任何法院皆可？是否有法規賦予某行政機關可據以向國會爭取預算用以執行仲裁判斷？加拿大代表Meg Kinnear答復加國對於該類案件，倘仲裁判斷經過撤銷或擱置程序後仍有效者，加國皆予付款，未曾有過收到執行判決(enforcement judgment)才付款之經驗；另申請執行之法院，在加國有相關規範，但基本上仍視仲裁地而定。對於賠償經費部分，有1案投資人請求賠償金額達2千5百萬美元，係先請教法務顧問後，再確認係屬何部會(ministry)之責任，一般多涉及2個或以上。在UPS v. Canada仲裁案共有5個部會，並決定各部會之分擔比例，出資成立部會內帳戶(in house bank account)，之後每3個月結算1次，一段時間後倘帳戶內餘額過低，續由各單位撥補；對此，Kinnear認為儘管有多種方式，但其傾向(prefer)由政府單一經費(one single fund)專責處理，較為簡單，此儘管反映出現行作業之困難點，惟缺點為無法突顯違反協定義務單位之責任。Kinnear表示上述費用分擔方式，並非法律規定(not a mandate)，在政府基本上仍屬一體下，最終仍是政府買單。墨西哥代表Hugo Perezcano Diaz答復墨西哥至目前共輸掉4件投資人及國家間仲裁案，3件已自行付款予投資人，另1件尚在程序中；因墨國係非屬ICSID會員，在其境內，墨國對於該類仲裁判斷係依循紐約公約，由聯邦民事法院(Federal Civil Court)依一般程序執行，惟為使投資人建立對墨國政府之信心，墨國皆於仲裁判斷經完成相關程序後主動付款，因此未有需送交聯邦法院執行者。就經費方面，目前對爭端案應訴係由經濟部主導。凡律師或仲裁人等費用均由經濟部負擔，另仲裁判斷賠償則由財政部經費支付。因前述3件已付款之仲裁案，中央均有涉及，對於內部有責之地方政府是否須追繳或自其預算扣除，已知財政部部長業申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解釋，惟尚未知結果。

祕魯代表Pedro Bravo表示免除投資人及國家間之爭端，最佳之方式即勿簽訂雙邊投資協定或FTA，祕魯人民多有此看法。Bravo認為倘雙邊投資協定內容有拘束力，投資人除可提出仲裁外，並可藉此要求談判桌外之利益，爰是否可藉由強化調解或第三者程序，以化解爭端？另對於國會就投資人及國家間之爭端多存負面之看法，有無對策？

關於調解或第三者程序部分之問題，新加坡代表Daren Tang建議於後續對爭端調解之研討中進行討論。祕魯代表Ana Ampuero對國會就投資人及國家間之爭端多存負面之看法表示基本上仍應回歸原先簽訂協定之立場，倘係以基於保護投資人權益而著眼於促進外人投資，當應支持原先之立場；對於針對投資爭端於祕魯所設之特別委員會，其有權瞭解是何機關之措施違反投資協定，此對於改善投資環境，可有助益。Perezcano Diaz答復因與國會間就處理投資人及國家間之爭端相關事項之聯絡多經由非正式(informal)之方式，對前述3件已付款之仲裁案導致墨國國會就此通過國會自提之法令加以限制，此造成迄今行政機關處理爭端飽受該法令之限制。就避免投資爭端，最佳方式即是無投資協定一項，Perezcano Diaz表示不認同，並認為無投資協定就無爭端，乃係對投資協定錯誤之理解，因為過去無投資協定之時空，投資爭端即層出不窮，只是該些爭端通常經由外交或其他管道，以其他種或更具爭議性之方式解決，常使情況變得非常複雜。現在有投資協定，投資人可有所遵循，很多情況當可獲得改善。Meg Kinnear答復就投資案和國會間之關係須非常謹慎，在S. D. Myers v. Canada仲裁案進行期間，相關部會首長及國會議員對媒體之發言，造成處理爭端之加國人員及律師之困擾；Kinnear建議從收到投資人可能提出仲裁之時點起，對於相關案情之進展最好先製備問與答(Q&A)供外界如媒體等之需求，另據瞭解阿根廷對該項非常在行；Kinnear表示未來勢將會有更多投資人依投資協定提出仲裁。日本代表Masafumi Sugano對此表示日本權利分立非常清楚，行政部門對投資人及國家間仲裁，僅能盡力對個別國會議員加以說明並使其瞭解。

Anna Joubin-Bret表示鑑於投資人及國家間之長久雙贏關係，除訴諸雙輸之仲裁程序外，尚有調解可供運用。調解一經成立，爭端雙方履行調解協議，則仲裁即可避免；但倘爭端締約國，未履行調解決議，則投資人仍可提起仲裁。例如南韓投資促進機構(KOTRA)之投資抱怨處理單位(Foreign Investment Ombudsman)可會合相關主管單位迅速處理外人投資相關問題，避免問題惡化。倘國內有相關法規架構(legal framework)可供依循，政府與投資人間應可避免投資爭端。對於投資協定內所定提出仲裁前之3個月冷卻期(cooling off period)，例如美國2004BIT範本，Joubin-Bret認為該期間太短，投資人-國家間事實上難以就爭端達成任何協議，但爭端雙方仍可在進行仲裁之同時，平行繼續調解。Joubin-Bret補充在ICSID公約下亦有調停(conciliation)之功能，因其費用不低至今未曾被使用過。

Lorin Weisenfeld說明調解係由中立之第三方在無特定程序下，引導係爭雙方和善解決(amicable solution)之協議，此協議對雙方無論在維持未來關係或減少損失，非常有助益。通常調解未能成功之原因，多係調解內容高度政治化(highly politicized)、所涉金額龐大、高度涉及第三者權益或調解雙方影響力過於懸殊。Weisenfeld補充一般投資調停和調解在定義上之差異在於調停人在調停程序中能暗促(nudge)雙方接受其提出有利於雙方之解決方案，此與仲裁判斷不同。Weisenfeld並指出對投資爭端，國際間亦有多邊投資保證機構(MIGA)及亞洲公共設施調解中心(Asian Infrastructure Mediation Center)提供調解服務。

加拿大代表Meg Kinnear表示曾有某仲裁案投資人於仲裁程序進入聽證程序中(in the middle of hearing)，建議雙方進入調解，惟加方在考量案情下，僅同意由另一組無實際調解經驗之人員進行調解，並堅持聽證如期舉行，最後調解失敗。Kinnear回想當時應選擇有經驗之調解團隊，積極準備，並開放各種創新性之可能解決方式(open to possible creative resolutions)。調解投資人-國家間之爭端，惟倘考量投資人係面對政府，而政府部門內各單位多重立場，如促進投資部門與財政部門間立場不同，非如離婚時雙方對某件傢俱之爭端，因此循調解還是存在非常大之困難性。另一案係投資人藉仲裁要求開放公營事業，加方認為此例一開後患無窮，爰決定以仲裁解決。又目前進行之一案中，加國在提出抗辯備忘錄(counter-memorial)後，投資人要求調解，加國評估該案屬重要案件，爰拋出同意雙方仲裁完全休兵但金錢上互不相欠之和解條件。Kinnear認為對於仲裁案除需累積經驗並瞭解案情外，尚須設想公眾及政治人物之觀感與後果，一旦仲裁相關文件上網公開，政府之立場難以隨便變更。最後一案係關於徵收，被徵收之投資人認為依徵收法規之補償價格不符合協定之規範而不同意被徵收，但加國認為係依公平市場價值(fair market value)，對此政府應設法瞭解該投資人之意向，面對現實想辦法解決，但不可使該案成為政府永續之義務(sustainable obligation)，將使其他投資人比照要求。政府如提供被徵收人合於公平市場價值之補償，但被徵收人就是不願接受，倘此情況導致仲裁，政府須於仲裁時證明已責付合於公平市場價值之補償予被徵收人。

對於投資爭端調解，David Branson表示未曾見到成功案例，認為係政府內部相關部會間未先調解，倘內部能先成功調解，並藉由專業調解團隊與投資人間進行調解，才有成功機會。常見的情形如專業顧問(律師)告訴政府負責仲裁之人員關於投資人之主張係無理由(frivolous)，或政府方必贏得仲裁等等，降低政府訴諸調解之動機。

智利代表Ana Novik提問如何草擬投資協定內容使爭端雙方皆須經由調解解決爭端？Anna Joubin-Bret答復倘於協定內強制要求爭端雙方須進行調解，可能只徒勞並耽擱爭端雙方以仲裁解決爭端之時間。惟對於調解，若爭端雙方有意願，其時間並非只限於例如美國2004年 BIT範本中之3個月內，而係在仲裁判斷提出前，隨時皆可進行調解。

紐西蘭代表Shannon Ward提問於調解中爭端雙方所取得之相關資訊可否用於佐證仲裁時之論點？Anna Joubin-Bret答復在歐洲常見爭端雙方於法院程序之外亦進行調解，而就調解內容及其相關資訊，雙方 除須予保密，亦不得作為於法院之呈堂證據。

下午議題：投資人-國家仲裁之主要發展及趨勢

1. 一些爭端之仲裁判斷不一致性

2. ICSID試圖建立上訴機制；美國2004年Model BIT及FTA包括雙邊特別上訴法庭

3. 投資人-國家仲裁對訂立投資法規之衝擊；雙邊投資協定草擬之趨勢

4. 複雜化；成本及審理過程，以及如何因應

會議重點：

對於仲裁判斷不一致性，Don Walles指出看似類似案件，其仲裁判斷結果並不見得類似，基本原因在於協定內容不同、條件(term)不同、締約國國內法不同、引用之國際法不同或對必須性(necessity)解釋之不同。引用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及雨傘條款等，或對於所謂「相似情況」與事實情況(factual situation)之不同，致結果不同。

Michael Tracton介紹美國2004年BIT範本之仲裁條文，說明其係基於美國貿易促進法(Trade Promotion Act)，其重點包括仲裁透明化，與2002年後之FTA投資章內容相同，另於中美洲自由貿協定CAFTA中，亦具相似之機制。

日本代表Nobuhiro Watanabe提問美國2004年BIT範本或FTA投資章附錄皆有關於設立上訴機制之條文，此與ICSID公約內無上訴機制不同，其考量何在？Michael Tracton答復表示設立上訴機制係具有其可能性，美國認為其可使仲裁結果更具有一致性，爰並未予排除。倘締約雙方皆認為有需要性，雙方可就其相關內容進一步規範。

Todd Grierson-Weiler指出草擬投資協定，5項內容需予注意，包括1.倘協定係依國際慣例法提供相關待遇予投資人，則需指出其國際慣例法之內容；2.對於投資人依最惠國待遇條款遊走於各協定，並非完全毫無限制，如對投資之定義，業限定投資人適用該項之範圍，或如中國雙邊投資協定另要求提出仲裁前須經行政審查(administrative review)，亦限制投資人依最惠國待遇在仲裁程序部分之權利；3.自行創新條文內容須小心，因為協定有效期長，未來國際法內容之演變，往往非如協定起草者所能料想，如NAFTA對投資待遇原以依循國際法後改為國際習慣法；4.各國所簽訂之投資協定，較常為各國所引用者，將成為國際法之內容，爰須留意主要國家所簽訂之投資協定內容；5.協定草案最好能由私部門律師，站在投資人之立場，仔細審視，俾找出漏洞。Grierson-Weiler認為協定起草人仍需依循國際趨勢改變作法。對於仲裁透明化之要求，未來將越多越嚴苛，其中，相關資料即時上網公佈將成為基本要求；又仲裁判斷篇幅中，對於判斷理由之敘述將需更詳實；原先以從事商務仲裁後轉從事投資人-國家間仲裁之仲裁人將大幅由具公共國際法背景之仲裁人所取代，降低較可能偏頗投資人之仲裁判斷之比例。

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陳談判代表正祺提問鑑於對美國2004 Model BIT內容解釋之一致性，美方有無可能提供其對該BIT範本之法律見解(legal commentary)予可能之締約對象？Jonathan Kallmer答復表示儘管美方反對以具拘束性之方式，提供予可能之締約對象，但美方總設法向可能之締約對象進行詳細之說明。

陸、結論與建議

1、 透過雙邊投資協定或自由貿易協定投資章明列投資地政府各項單方義務以保障締約對方所屬投資人及其投資於投資地之相關權益，目前已逐漸成為促進外國人投資之重要方法。ICSID相關仲裁案例顯示，大部分之業別，無論是屬製造或服務業，不管公營或私營均可能囊括於投資協定之範疇內。因此，如何使投資地政府在不影響其國內既定相關政策之制定及履行和落實提供人民於憲法下之相關權利之前提下，訂定符合需要之協定內容，應是努力之目標。政府各相關單位，若能就本身所轄業務之未來，依是類協定之可能主要內容，思考出明確之政策發展方向，制定有助投資體制提升之法規措施，即可避免ISDS案件發生之機率。

2、 外國投資人依投資協定，放棄投資地之行政及司法救濟程序，將與投資地政府間之爭端訴諸國際仲裁，致投資地政府需額外面對之仲裁相關費用，甚至可能之鉅額賠償，併同透明化條文之要求下，將使仲裁地政府改善投資環境及提升仲裁相關能力，此在外人投資蓬勃之時，甚有利於國家之長期發展，如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惟倘在外人投資不振之時，又逢投資地政府因受天然或人為之災難，採取相關措施而直接或間接損及外國投資人權益所導致之國際仲裁，當有損國家於短期內恢復常態所需之動能，如阿根廷與各資本輸出國所簽訂之雙邊投資協定例，當引殷鑑。

3、 投資協定之內容如投資定義、最惠國待遇、最低標準待遇、徵收(尤其是間接徵收)等4項最常於投資爭端仲裁中廣受引用。倘能就渠等在國際法下之範圍，繼續深入研究及探討，對相關協定義務之遵守，應有相當助益。

4、 我國目前非ICSID會員，致我國公民無法被提名擔任ICSID常任仲裁人及參加ICSID之主要活動，以累積相關經驗。然而，我國未來在ISDS案件中，可採用UNCITRAL仲裁規則及以ICC、SCC、IBA或LCIA等機構平台，並深入研究及強化聯繫與建立仲裁人資料庫，及早完成能力建構。

� 利息計算為4.15x(1+0.031)44-4.15=11.75(百萬美元)。


� 即仲裁判斷不利方。


� “…if were a final judgment of a court in that State.”


� “…to initiate the pertinent procedure whi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CSID Convention, is the one applicable to the enforcement of a final decision of a court in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


� “A sovereign state signs an ICC arbitration clause it thereby waives its immunity from execution.”


� 查此案Creighton公司(美商)於仲裁判斷提出後，假扣押卡達政府於法國之資產，此係根源於卡達政府事前與Creighton公司間之設立醫院合約中訂有訴諸ICC仲裁條款解決爭端。


� 在Metaclad v. Mexico案中仲裁庭於仲裁判斷中增加墨西哥違反透明化1項。


� 即“serious departure from fundamental rule of procedure”。


� 另查最新修訂版為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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